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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苦力海上死亡

及其对英移民政策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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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相继在其拉美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后，西方
殖民者和当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引进中国苦力。巨大的利润与监管的缺失，

使苦力移民的组织者无视运输船只的条件和苦力境况，导致出洋苦力海上大规模
死亡事件频发。１８５０年，英国 “蒙塔古夫人”号上的中国苦力死亡事件，震惊了
英国社会。由于这一事件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苦力船事件的影响，英国政府改变
了不直接干预苦力移民的政策，确立了既不直接冲撞中国法律又能对苦力移民加
以监督和检查的政府代理人移民模式；同时制定针对中国苦力移民的法律，试图
控制和管理英国船只、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中国条约口岸的非法苦力移民活动，减
少苦力运送途中的死亡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洋苦力的海上死亡率，同
时对苦力移民的合法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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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一词来自于泰米尔语Ｋｏｌｉ，英文译为Ｃｏｏｌｉｅ，专指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没有专门
技能或未受过训练的劳动者。中国文献和学术研究中出现的 “猪仔”华工、“契约华工”和 “赊
单工”（统称 “华工或出洋劳工”），实质上是苦力的三种类型，一般可分别对应前往南洋、拉
丁美洲和北美的苦力。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就有关于１９世纪中国苦力问题的研
究。①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陈翰笙主编的１０辑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陆续
出版，中国苦力移民海外及海外华侨史的研究出现一个高潮，发表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②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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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委托课题 “近代华南沿海地区海外移民问题研究”（１７ＷＴ２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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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劳力资源外流和 “猪仔”贩卖的高潮》，《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７年
第４期；张铠：《十九世纪华工与华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６期；梁碧莹：



２１世纪后，苦力问题被学术界持续关注，研究也不断深化。①从已有研究看，大陆学者多将这一
问题置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背景下加以论述，认为苦力出洋现象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劳动力的
掠夺，因而强调外国商人非法组织苦力出洋、出洋苦力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他们对殖民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这种论述中，往往将殖民地政府的政策视为其宗主国的政策，将苦力贸
易商人的所作所为等同于该国政府的行为，而未将华工 （苦力）出洋视作中外关系的一环来处
理，② 尤其是没有探讨苦力出洋过程中出现的诸如途中死亡等问题，引发殖民政府内部的政策辩
论与政策变化。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英国国家档案馆一份有关苦力移民通讯的档案为基础，③ 以
运载中国苦力移民的英船 “蒙塔古夫人”号为中心，以前往拉美地区的契约华工为主要对象，

对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出洋苦力海上死亡现象及其对英国苦力移民政策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深化
与丰富那一时期苦力出洋现象的历史认识。

一、致命旅途：中国出洋苦力航行中的死亡现象

近代中国的苦力出洋，始于１８４５年法国从厦门将４００名苦力运往其殖民地布尔邦岛。这一
现象的出现，与中外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就中国方面而言，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
受到侵蚀。一方面，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被迫对外开放，这些条约口岸成为西
方列强进占中国的贸易据点；另一方面，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客观上刺激了西方贸易商人在中
国的非法活动。④ 从世界范围看，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等国家相继在其殖民地废除奴隶
制度后，秘鲁也于１８５１年废除奴隶制，这使以前主要依靠黑人奴隶劳动的拉美地区出现劳动力
严重短缺。此时，北美和澳洲发现了金矿，愈发加剧了这种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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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与中国的 “苦力”贸易———兼论十九世纪中国旅美 “苦力”华工》，《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李家驹： 《清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态度与政策》，
《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粟
明鲜：《广州华工出国合法化的过程———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期华工出国问题研究之一》， 《东南亚研究》

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广州华工出国合法化的内外因素———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期华工出国问题研究之二》，《东
南亚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李金明：《五口通商后从厦门出洋的华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等等。

①　如张忠祥把中国苦力贸易与非洲黑奴贸易进行比较研究；芮红磊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劳崇光、蒋益澧、郭
嵩焘、曾纪泽等湘籍官员在近代中国出洋劳工政策变迁中的作用；莫世祥分析了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在
苦力贸易上的不同态度及英葡的论争。分别参见张忠祥：《中国苦力贸易与非洲黑奴贸易之比较》，《浙
江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６期；芮红磊：《湘籍官员对晚清中国出洋劳工政策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湘潭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６年；莫世祥：《港澳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参见李家驹：《清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态度与政策》，《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ＣＯ８８５／１／２０．文件正文共１４１页，包含４５
份有关苦力移民通讯的副本，其中一些文件还带有少则１份多则１０余份的附件；内容主要是１８５２年８月

４日至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５日，英国外交部与殖民土地与移民部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以下简
称殖民部）、殖民专员与殖民部、驻外官员与外交部等机构的往来信件。这份档案较详细地反映了１８５０
年英船 “蒙塔古夫人”号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额尔金勋爵”号 （Ｌｏｒｄ　Ｅｌｇｉｎ）等苦力船在旅途中发生
大规模死亡后，英国方面对此进行的调查，以及英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苦力移民情况与移民政策的讨论
等。

吴建雍认为，西方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攫取的 “五口通商”和 “领事裁判”权，为掳掠华工铺平了道
路，它是苦力贸易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兴起的一个原因。（吴建雍：《鸦片战争与苦力贸易》，《百科知识》

１９９０年第１１期）



民者和当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引进苦力，尤其 “质优价廉”的中国苦力更是广受欢迎。①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行和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以契约、赊单的方式诱使甚至绑架广东、福
建沿海居民出洋，运往拉美、北美以及澳洲，从中赚取高额差价。但是巨大的利润与有效监管
的缺失，使苦力移民的组织者们无视运输船只的条件限制和船上苦力境况，导致苦力海上大规
模死亡事件频发。海上航行，实际上成为许多中国出洋苦力的致命旅途。

中国出洋苦力海上死亡情况，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统计，但是从相关资料与研究中可以发
现，１９世纪中期，出洋苦力在海上的死亡率相当惊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学者彭家礼编
制了一份１８４７—１８７３年苦力海上死亡率示例表，列举了６８艘前往拉丁美洲和美国的苦力船只上
中国苦力的死亡情况。从中可以发现，有三艘苦力船的死亡率是１００％，分别是１８６１年的法国
船 “秃鹰”号 （Ｂａｌｄ　Ｅａｇｌｅ），船上１０００名苦力全部死亡；１８５９年的美国船 “花坛”号 （Ｆｌｏｒａ
Ｔｅｍｐｌｅ，又译 “弗洛拉”），８５０名苦力全部死亡；１８６６年的意大利船 “拿破仑”号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Ｃａｎｅｖａｒｏ），６６２名苦力全部死亡。②

美国学者马尔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苦力前往拉丁美洲的海上死亡情况。据不完全统计，

从１８４７—１８７４年，前往拉丁美洲的中国苦力移民中，有大约２６０００人死于各种疾病，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人死于暴动，海上死亡率约为１２％ （同一时期，不列颠群岛出国移民在航行中的死亡率为

１％，不足中国苦力移民的十分之一）。具体而言，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７３年９月，有１６３４６名中国苦力
在去往古巴的途中死亡，死亡率为１１．８３％；１８６０—１８７４年有８４９２名中国苦力死于前往秘鲁的
海上航行中，死亡率为１１．６１％；１８５２—１８７３年有９５８名中国苦力死于前往英属西印度的海上，

死亡率为５．５７％。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前往古巴、６０年代前往秘鲁的中国苦力死亡率都超过了１５％；

前往英属西印度的死亡率在１８５２—１８５９年间也达到了９％。③

美国学者霍利特在其专门研究秘鲁鸟粪贸易的著作中，不仅描绘了中国苦力在鸟粪岛奴隶
般的悲惨生活，也考察了他们前往秘鲁途中的死亡情况。他引用曾担任英国驻秘鲁总领事哈奇
森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在 《秘鲁两年》一书中的数据指出，１８６０—１８７０年，有４３３０１人从
澳门登船出发，其中３８６４８人抵达，４６５３人死于途中，死亡率为１０．７％；１８７１年１—９月，从
澳门启程的９６９３人中，９０２１人到达，６７２人死亡，死亡率为６．９％。④

从当时官方资料中，也可一窥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中国苦力部分海上死亡情况。１８５４年，香港
商务督办处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函件中，根据秘鲁驻广州领事馆的资料编写了一份表格，列举了

１８４９—１８５４年间从金星门 （１９艘）、澳门 （３艘）和汕头 （２艘）出发的２４艘前往秘鲁的船只
海上死亡情况。该表显示，从中国口岸出发的７３５１名苦力中，只有４７５５人抵达终点，有５４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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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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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苦力出洋的内外因素，参见粟明鲜：《广州华工出国合法化的内外因素———英法联军占领广州
时期华工出国问题研究之二》，《东南亚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４辑，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０４—２０７页；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Ｘｌｉｂｒｉ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ｐ．１７７。“秃鹰”号和 “拿
破仑”号实为美国快船， “拿破仑”号是秘鲁船名，美国称其为 “白隼”号 （Ｗｈｉｔｅ　Ｆａｌｃｏｎ）。参见Ｂａｓｉｌ
Ｌｕｂｂｏｃｋ，Ｃｏｏｌｉｅ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Ｏｉｌ　Ｓａｉｌｏｒｓ，Ｇｌａｓｇｏｗ：Ｂｒｏｗｎ，Ｓｏｎ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Ｌｔｄ．，１９３５，ｐ．４９。

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

ｐｐ．１６９－１７２。（原书中去往古巴的海上死亡人数为１６３０５人。此处数字是笔者根据书中所列表中的分年
段数字相加后得出的）

Ｄａｖｉｄ　Ｈｏｌｌｅｔｔ，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Ｇｕａｎｏ　Ｔｒａｄｅ，Ｍａｄｉｓｏｎ，Ｔｅａｎｅｃｋ：

Ｆａｉｒｌｅｉｇｈ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５２－１５３。



在出洋途中死亡，死亡率为７．３９％。① 这一死亡率乍看低于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实则不然。一
方面，７艘船只运载的２０５３人因故中途折返或沉没未能到达秘鲁，若扣除未到达秘鲁人数，死
亡率则为１０．２５％；另一方面，在折返特别是沉没的船只中，中国苦力死亡现象应该同样存在，

但均未记录死亡人数。事实上，该表显示的仅是有记录的死亡人数，而这些记录其实并不完全
准确，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超这些记录。如 “蒙塔古夫人”号，此处记录死亡人数为１９９人，

而实际上死亡的中国苦力逾２４０人 （详见下文）。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英国驻哈瓦那总领事在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也附了一份１８４７年６月

３日至１８５７年１２月底到达哈瓦那的中国劳工人数表。从中可以看出，悬挂英国、美国、

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秘鲁、不来梅 （德国）、挪威和智利１０国旗帜的６５艘船只
从中国共装运２３９２６人前往哈瓦那，到岸人数为２０５７７人，途中死亡３５４２人，平均死亡率
为１４．８０％。②

海上死亡者，多系船上生存条件恶劣，患上痢疾等传染病所致。但也有中国苦力因不堪忍
受船长等西方人的虐待、侮辱，或跳海自杀，或奋起反抗而惨遭杀害。马尔的研究显示，

１８５０—１８７２年间，至少有６８艘运送中国苦力前往西方的船只发生过暴动，除了３艘分别去往美
国旧金山、澳大利亚悉尼和印度庞第皆瑞外，其余６５艘都是前往古巴、秘鲁和英属圭亚那。悬
挂秘鲁国旗的船只多达２３艘，主要集中在１８５７—１８６６年。英国船只１３艘，集中在１９世纪５０
年代。在这些发生暴动的船只中，仅出现中国苦力死亡统计数字的就有２２艘，死亡３６６７人。③

从事苦力移民活动的巨额利润是导致中国苦力海上惊人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表明，装
运中国苦力的利润与非洲黑人奴隶贸易的利润相当甚至更高。在古巴，一个中国苦力的价格为

１２５—５００美元，而所有费用只需９２—１７７美元，假设途中死亡率为１０％，则运送３００名中国苦力，

可获取６１５０—８１９００美元的净利。也就是说，苦力移民商可以从每个中国苦力获利２０．５—２７３美
元。运往秘鲁的利润更高，同样运送３００名中国苦力，可以获得４３９７５—８４４７５美元的利润，人
均１４６．６—２８１．６美元。与之相比，１８４５年从非洲安哥拉贩运５００名黑人奴隶到巴西，所能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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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伯逊致哈孟德文》（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１０日）附件１ 《１８４９—１８５４年间，以殖民者的名称，在作工５年
或８年的契约下受雇前往秘鲁的中国人数目表》，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８９—９１页。
《外交部官员余尔本勋爵致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官员伍尔考特函》 （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７日）附件１
《英国驻哈瓦那总领事Ｊ．Ｔ．克劳福致外交大臣文》（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
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１７０页。（原表中从中国装运的总人数、到达哈瓦那的总人数、途中死亡总
人数以及平均死亡率均加总不准确，此系经过笔者重新计算得出，但到岸人数与途中死亡人数之和与
装运人数仍不相符）

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

ｐｐ．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７４年３月，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在给外交部的一封信函中，附录了一份１８４５—１８７４
年２０年间苦力出洋途中造反闹事及乘客遇难案件表，其中也列举了１８５０—１８７２年发生的３４起事件。但
该表没有列出死亡人数，其所列事件马尔书中并未全部包括。（《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致外交部官员滕
德顿函》（１８７４年３月３１日）附件３ 《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７４年苦力船上造反闹事及船只乘客遇难案件备忘录》，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４７６—４８４页）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关于苦力船上中国
移民的确切死亡人数，不同研究者可能因所引用史料的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以１８５５年美国苦力船

Ｗａｖｅｒｌｙ号为例。美国学者马尔所列表中，船上人员为４５０人，暴乱中中国苦力死亡２５１人，途中死亡

３１２人。而美国学者法利认为，该船死亡人数为６００人。因为船上暴乱的苦力点燃船只后，船长和船员为
了自己逃命，竟然封了船舱，导致６００名苦力悲惨死亡。参见 Ｍ．Ｆｏｓｔｅｒ　Ｆａｒｌｅ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１８４５－１８７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ｎｏ．３－４，１９６８，ｐ．２６０．



的利润也只有１５３００镑，合６８０００美元，人均１３６美元 （见下表）。① 这种超额的利润，使苦力

移民商无视运输船只的条件而普遍超载，并因此进一步恶化了中国苦力在海上的生存环境。

苦力移民活动与黑人奴隶贸易利润比较表

国别

（城市）

假设

人数

支出

单价
支出合计 售出单价 收入合计 净利润 人均利润

苦力

移民

活动

古巴 ３００　 ９２—１７７　 ２７６００—５３１００　１２５—５００　 ３３７５０—１３５０００　 ６１５０—８１９００　 ２０．５—２７３

秘鲁 ３００　 １５０　 ４５１２５　 ３００—４５０　 ８１０００—１２１５００　 ４３９７５—８４４７５　１４６．６—２８１．６

奴隶

贸易
巴西 ５００

２３．４
（１０４）

１１７００
（５２０００）

６０
（２６７）

２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３０．６
（１３６）

　　　　注：价格单位，古巴、秘鲁为美元，巴西为英镑 （括号内为美元，“净利润”系原书按１美元等于４先令６便士计算

得出，其余按１英镑约等于４．４４４美元计）；收入与利润原书均按１０％的途中死亡率进行了扣除；秘鲁的利润中包括政府

给予的每人３０元补贴，该补贴于１８５６年停发；人均利润和秘鲁、巴西的支出单价系笔者计算而出。

资料来源：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

ｐｐ．１４２－１４３．

在殖民者和唯利是图的苦力移民商看来，来自东方的苦力移民与非洲奴隶没有什么不同，苦

力途中死亡也因此视之为常。在中国出洋苦力去往拉美前，印度去往英属西印度的苦力运送途中也

曾频繁发生死亡事件。据英国殖民部的粗略统计，仅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的３３
艘苦力船上 （１８４４年４艘、１８４５年２１艘、１８４６年８艘），发生死亡事件的有１５艘，死亡２８４
人。其中，１８４４年１艘，死亡１４人；１８４５年１０艘，死亡２０６人；１８４６年４艘，死亡６４人。②

霍利特在考察了前往秘鲁的中国苦力船只途中平均死亡率后，用若干事例说明，平均死亡

率扭曲了苦力途中死亡的恐怖情况。③ 既便如此，平均死亡率依然可以反映出洋中国苦力从离开

祖国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的生命威胁。

二、“可怕的灾难”——— “蒙塔古夫人”号事件始末

在运送中国苦力前往拉美的船只中，最早发生海上死亡事件的是１８４７年１月和３月从厦门

出发前往古巴哈瓦那的两艘船只，即西班牙籍船 “奥格南多”号 （Ｏｑｕｅｎｄｏ）和英籍船 “阿及尔

公爵”号 （Ｄｕｋｅ　ｏｆ　Ａｒｇｙｌｅ），它们分别装运了２２０人和４１２人，死亡１４人和３８人，死亡率分别

为６．３６％和９．２２％。④ 而第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出洋苦力海上大规模死亡事件，则是在

１８５０年前往秘鲁的英国船 “蒙塔古夫人”号上发生的。

１８４８年５月，排水量７６０吨的 “蒙塔古夫人”号满载着半岛东方蒸汽邮船公司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ｔｅａｍ　Ｐａｃｋｅ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的燃煤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往亚丁。当时负责该船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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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

ｐｐ．１４２－１４３。
“Ｃｏｏｌｙ　Ｓｈ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Ｕｐｗａｒｄｓ　ｏｆ　１２Ｄｅａｔｈｓ　Ｈａ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Ｍａｙ　２７，１８４７，ＣＯ　３１８／

１７１，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

Ｄａｖｉｄ　Ｈｏｌｌｅｔｔ，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Ｇｕａｎｏ　Ｔｒａｄｅ，ｐ．１５３。

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ｐ．３７２。



是威尔士 （Ｗｅｌｌｓ）。六周后，威尔士不幸死亡，大副史密斯 （Ｓｍｉｔｈ）接替指挥，成为新船长。

在亚丁卸下货物后，“蒙塔古夫人”号前往孟买，在那里装载棉花运到广州黄埔。之后在广州、

厦门、上海和香港进行大米和食糖贸易运输。在此期间，“蒙塔古夫人”号曾停靠金星门。在那

里，船长史密斯与一个名叫摩尔 （Ｍｕｒ）的西班牙人来往密切。于是，摩尔租用了 “蒙塔古夫

人”号，准备运送４５０名中国苦力到美洲。他以去加利福尼亚淘金为名与中国苦力签署了四年

的劳动合同，实际上是要将他们秘密送往秘鲁钦查群岛从事鸟粪装卸劳动。①

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７日，该船从金星门出发，船上有５００多人，其中包括４４６名中国苦力、四五

十名英国船员和印度水手以及５名船东的学徒。② 由于饮用不洁净的水、食用变质鱼，中国苦力

中很快出现了恶性痢疾，离港后十天内就有１０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甚至一天十

几人。４月１３日，“蒙塔古夫人”号到达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港口城市霍巴特。此时，已有约

２００名中国苦力、４名水手和二副死亡。停靠霍巴特期间，该船被部分隔离，中国苦力不允许上

岸。当地政府派医生检查了船上饮用水和供应品，提出一些改善中国苦力生存条件的意见。同

时，船上补充了食品和饮用水，但补充的大部分饮用水仍装在没有清洗的水桶中。在此期间，

又有５名中国苦力和３名船员死亡，另有１名船员被留在当地医院。

在停留了１７天后，“蒙塔古夫人”号离开霍巴特。６月２７日，该船抵达秘鲁港口城市卡亚

俄。卡亚俄省省长到船上视察，随即船上人员被送到洛伦佐岛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ｏｒｅｎｚｏ）隔离。中国

苦力原以为要去加利福尼亚，现在他们发现被骗了，于是发生了暴动。史密斯船长向英国 “无

畏”号海军舰求救，暴动被平息。７月９日，“蒙塔古夫人”号船上人员的隔离解除。中国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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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　Ｆａｔ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３０，１８５２，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关于租
船人，利物浦海运局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ｏａｒｄ）在对大副帕菲特 （Ｊｏｈｎ　Ｐａｒｆｉｔｔ）行为的特别调查
报告中，根据帕菲特的证词认为该船由在广州里奇 （Ｒｉｔｃｈｉｅ）商行的合伙人摩尔 （Ｍａｎｕａｌ　Ｍｕｒ）租用
（有 Ｍｕｒ的签名信为证）；而泰晤士警察分局埃文斯 （Ｊ．Ｃ．Ｅｖａｎｓ）的两份调查报告中，第一份根据船
长所述，提到租船人是里奇商行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ｏｆ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ａｎｄ　Ｃｏ．）的摩尔 （Ｍｏｏｒｅ）；第二份根据幸存船员
的证词认为 “蒙塔古夫人”号是由美国驻广州领事里奇租用，西班牙人摩尔押运。参见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４，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２ （Ｊｕｎｅ　１１，１８５２），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３ （Ｊｕｎｅ　２１，１８５２）ｉｎ　ｎｏ．１，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Ｅｓｐ．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Ａｕｇｕｓｔ　９，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ｙｒ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ｐｏｔｔｉｓｗｏｏｄｅ，Ｐｒｉｎ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ｓ　Ｍｏｓｔ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Ｍａｊｅｓｔｙ，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ｅｓｔｙ’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１８５３，ｐｐ．７，２，３，ＣＯ８８５／

１／２０，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ｕｌｙ　１，１８５２，ｐ．５。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关于船上中国苦力人数，船长史密斯在接受
调查时说有４４７人，而大副帕菲特坚称为４４６人 （包括 《泰晤士报》在内的当时报刊报道即为４４６
人）。该船原定中国苦力人数为４５０名，根据幸存船员所述，有两三名因为感染上了性病，被送回到岸
上，这又与船长所说的４４７人比较符合。但幸存船员对上船中国苦力只有一个概数 （４４０—４５０），因此
也不能就此断定４４７人是准确的。至于马尔书中列表显示的４４０人，因表中还显示卡亚俄暴动时的死
亡者中包括船长，而这与事实不符，故亦疑其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４４６人的
说法。关于船上总人数，英国政府的调查和报刊都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仅指不少于５００人或约５００人，

只有澳大利亚霍巴特的 《殖民地时报》明确说是５０３人。分别参见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２ （Ｊｕｎｅ　１１，１８５２），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４，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３ （Ｊｕｎｅ　２１，１８５２）ｉｎ　ｎｏ．１，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Ｅｓｐ．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Ａｕｇｕｓｔ　９，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６，２，

３；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
１８７４，ｐ．１７６； “Ｔｈｅ　Ｐｅｓｔｉｌｅｎｔ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Ｈｏｂａｒｔ，Ｔａｓ．），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１８５０，ｈｔｔｐ：／／ｔｒｏｖｅ．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７６７００６。



被转移到 “路易莎”号 （Ｌｏｕｉｓａ）上，并被送到钦查群岛———他们的真实目的地。

７月１３日，史密斯在给船东的信上简要报告了航行中发生的事情。他说，船只在离开中国
后不久，痢疾就开始在中国苦力中爆发，最终有２７４人被夺去了生命。① １８５１年２月，“蒙塔古
夫人”号回到香港。史密斯船长职务被船东从英国派来的肖乐 （Ｌｅ　Ｓｈａｗ）代替。之后，“蒙塔
古夫人”号在新加坡和印度港口城市马德拉斯停靠，装载食糖和牛角，然后绕过好望角回到英
国。② 史密斯则随另一艘船回到伦敦。③

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蒙塔古夫人”号返回伦敦。④ 因从南安普顿随船出海的３６名船员中只
有不到半打的人回到英国 （其中３名是南安普顿本地人，他们随船回了家），⑤ 船上发生死亡灾
难的消息陆续传出。５月２９日，海员登记办公室致信贸易局，信中说 “蒙塔古夫人”号船长留
下了２４名死亡船员的亲友表，表内死亡原因注明为 “发现死在床上”，这些船员本应在１８５０年

３月１８日至７月１日合同期满。海员登记办公室认为，这是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着手进行调
查是合符人心的。⑥ 贸易局将之提交警察局调查。伦敦泰晤士警察分局随即派出专员调查 “蒙塔
古夫人”号上中国苦力和船员死亡情况，并于６月１１日和２１日向内政部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在这趟死亡之旅中，瘟疫是造成灾难的直接原因。而导致瘟疫产生与流行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如淤泥压舱物的瘴气、供应物资变质与短缺、船只拥挤且不通风、病人缺乏药物和
照料，以及受到虐待等。⑦ 在警察局的两份调查报告公布后不久，就有人建议，总检察长和副总
检察长向内政大臣沃波尔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Ｈｏｒａｔｉｏ　Ｗａｌｐｏｌｅ）提出，评估报告中的证据是否足以控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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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２ （Ｊｕｎｅ　１１，１８５２），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３ （Ｊｕｎｅ　２１，１８５２），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４ｉｎ　ｎｏ．１，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Ｅｓｐ．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Ａｕｇｕｓｔ　９，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２－８；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１８５２，ｐ．５．该船到达卡亚俄的日期，航海日志显示为６月２７日，但据 《泰晤士报》所引史密
斯船长致船东的信中说的是６月２０日。
“Ａ　Ｆａｔ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３０，１８５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１，１８５２。

Ｊ．Ｈ．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Ｊ．Ｈ．Ｆａｒｒｅｒ，Ｍａｙ　２９，１８５２，ＴＳ　２５／６１５，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霍利特认为 “蒙
塔古夫人”号是１８５２年６月回到伦敦，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该船５月９日就抵达距离伦敦数十公
里的格雷夫森德港，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参见Ｄａｖｉｄ　Ｈｏｌｌｅｔｔ，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Ｇｕａｎｏ　Ｔｒａｄｅ，ｐ．１５４； “Ｓｈｉｐ　Ｎｅｗｓ，”Ｔｉｍｅｓ，Ｍａｙ　１０，１８５２，ｐ．２，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Ｎｅｗｓ，”Ｎｏｒｔｈ　Ｄｅｖ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２９，１８５２，ｐ．６，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此前 《泰
晤士报》的报道中认为只有３人随船回家，应该是指南安普顿的这３名本地人。

Ｊ．Ｈ．Ｂｒｏｗｎ　ｔｏ　Ｊ．Ｈ．Ｆａｒｒｅｒ，Ｍａｙ　２９，１８５２，ＴＳ　２５／６１５，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３ （Ｊｕｎｅ　２１，１８５２）ｉｎ　ｎｏ．１，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Ｅｓｐ．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

Ａｕｇｕｓｔ　９，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４．相对于 “蒙塔古夫人”号
死亡人数及其死亡原因的概括性叙述，关于另一艘英船 “额尔金勋爵”号死亡事件的报告就显得详尽得
多。１８５３年２月８日，英属圭亚那总督巴克莱 （Ｂａｒｋｌｙ）致信英国殖民部大臣纽卡斯尔公爵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陈述了有关 “额尔金勋爵”号死亡事件的调查情况并表达了自己对用补贴激励移民的态
度，同时转交了一份由英属圭亚那一位熟悉中国人生活习俗和海域情况的政策院成员、卫生局长和警
务总监 （在事件发生后，总督指定这三人组成了一个 “中国人委员会”调查此事）联署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附有该船沿途在新加坡、安杰尔、好望角装卸的货物清单、从厦门到德梅拉拉船上中国苦力生
活用品清单、船上药品和医疗设备清单、死亡者名单 （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死因及日期）、致病原
因以及采取的医疗措施等。参见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ｎｏ．３６，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Ｂａｒｋ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１８５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
９５－１０２。



密斯船长过失杀人，但两人认为这一指控证据不足。①

与此同时，贸易局发现该船船东将一大笔不同寻常的 “死人钱” （ｄｅａｄ　ｍｅｎ’ｓ　ｍｏｎｅｙ）打
入商船海员基金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Ｓｅａｍｅｎ’ｓ　Ｆｕｎｄ）。他们调取该船的航海日志，发现从金星门前
往秘鲁卡亚俄途中的大规模死亡现象。② 另外，一名来自南安普顿的学徒，他的朋友们由于他所
经历的可怕事件，想取消期限未满的合同，但被船东拒绝。他要么继续上船履行合同，要么由
他父亲支付２０镑的罚金，但他无力负担罚金。他的母亲说服船东取消了合同。这也使政府了解
到 “蒙塔古夫人”号死亡事件的部分详情。③ 在中国苦力及船员死亡事件发生两年后，这一灾难
性事件终于引起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英国舆论也一片哗然，伦敦 《泰晤士报》、 《每日新闻
报》、《约克导报》、《自由人日报》、《北德文报》等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医学杂志 《柳叶刀》也
刊登了这一消息。它们都使用了 “可怕的”、“恐怖的”、“令人震惊的”、“史无前例的”、“应受
谴责的”等词语来描述这起事件。④ 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媒体的广泛报道，这起事件才得以曝光。

１８５４年６月，贸易局官员法勒 （Ｆａｒｒｅｒ）收到一份来自伦敦码头海员之家牧师的声明。从声
明看，“蒙塔古夫人”号船难，除了责任疏忽外，似可控告史密斯船长涉嫌过失杀人。因为现有
人作证指控船长蓄意将极为糟糕的食物分配给中国苦力。６月１０日，法勒去信内政部，说明这
一情况，并告之海员之家一位刚离开 “蒙塔古夫人”号的船员准备说出这一事实；同时转达贸
易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内政部重新考虑此案。⑤ １７日，上议院贸易委员会再次致信内政部，指
出如果检察官有充分证据，应该对史密斯船长进行指控。⑥ 与此同时，贸易局和伦敦大都会警察
局密切关注这位证人——— “蒙塔古夫人”号的学徒、来自布莱顿的霍斯克罗夫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ｓｃｒｏｆｔ，即哈斯克罗夫特Ｈｕｓｃｒｏｆｔ，英国 《自由人日报》写作Ｏｓｃｒｏｆｔ）的行踪，发现他已经登上
“约书亚”号 （Ｊｏｓｈｕａ），于１２日离开伦敦，在南安普顿短暂停留后，２１日前往澳大利亚。⑦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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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ｒｅｄ　Ｔｈｅｓｉｇ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ｔｚ　Ｒｏｙ　Ｋｅｌｌｙ　ｔｏ　Ｔｅｍｐｌｅ，Ｊｕｌｙ　５，１８５２，ＴＳ２５／６１５。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１，１８５２，ｐ．５。
“Ｎｅｗｓ，”Ｎｏｒｔｈ　Ｄｅｖ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２９，１８５２，ｐ．６。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１，１８５２，ｐ．５；“Ａｗｆｕｌ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Ｊｕｌｙ　１，１８５２，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Ｊｕｌｙ　３，１８５２，ｐ．８，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Ａ　Ｆａｔ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３０，１８５２；“Ｎｅｗｓ，”Ｎｏｒｔｈ　Ｄｅｖ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２９，１８５２，ｐ．６；“Ｉｍｍｅｎ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ｒｔ，ｖｏｌ．６０，ｎｏ．
１５０６，Ｊｕｌｙ　１０，１８５２，ｐｐ．４４－４５．关于 “蒙塔古夫人”号发生大规模死亡事件的最初报道，见于１８５０年

４月１６日澳大利亚马斯塔尼亚的霍巴特 《殖民地时报》。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３日，该船到达霍巴特 （该船大
副所记的航海日志记载为１３日，但 《殖民地时报》报道是周五即１２日晚到达霍巴特），在那里停留了

１７天，直到４月３０日才离开。在到达霍巴特时，该船已有１９４名中国苦力死亡，此后到记者发稿时，

又有六、七人死亡。《殖民地时报》记者担心，如果该船到达目的地 （他认为是利马）而不停留的话，

这起使人震惊的中国苦力死亡事件会被世界忽视。为了尽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他用悲愤的心情记录
下了此事。另外，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３日 《香港纪事报》也有该船中国苦力海上死亡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
没有在英国本地引起关注。参见 “Ｔｈｅ　Ｐｅｓｔｉｌｅｎｔ　Ｓｈｉｐ， ‘Ｌａｄｙ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Ｈｏｂａｒｔ，

Ｔａｓ．），Ａｐｒｉｌ　１６，１８５０，ｈｔｔｐ：／／ｔｒｏｖｅ．ｎｌａ．ｇｏｖ．ａｕ／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７６７００６；《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
逊致外交部官员滕德顿函》（１８７４年３月３１日）附件３ 《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７４年苦力船上造反闹事及船只乘
客遇难案件备忘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４７６页。

Ｊ．Ｈ．Ｆａｒｒｅｒ　ｔｏ　Ｈ．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Ｊｕｎｅ　１０，１８５４，ＨＯ４５／５８１４，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ｔｏ　Ｈ．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Ｅｓｑ．Ｊｕｎｅ　１７，１８５４，ＨＯ４５／５８１４。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ｔｏ　Ｈ．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Ｅｓｑ．，Ｊｕｎｅ　１４，１８５４；Ｒｕｈｒ　Ｍａｙｎｅ　ｔｏ　Ｈ．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Ｅｓｑ．，Ｊｕｌｙ　６，１８５４，

ＨＯ４５／５８１４。



大都会警察局确认史密斯船长在利物浦，可以随时找到他，但可能是因为未及时阻止证人离境，笔
者没有发现此案开庭审判的相关报道。

三、从不干预到力图管控：苦力海上死亡对英国苦力移民政策的影响

“蒙塔古夫人”号的目的地虽非英属殖民地，但此次死亡事件却是英国船只参与早期中国苦
力移民时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事件曝光后，不仅引起了英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而且同其
后发生的其他苦力船只暴动与死亡事件一起，① 对英国对华苦力移民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苦力移民模式的反思。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向外移民由来已久，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前
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地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北美洲西部发现金矿而兴起的掘金狂
潮，尤其是英法两国先后于１８３４年 （１８３３年８月１日由议会通过）、１８４８年在其所属的西印度
群岛各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 （并迫使秘鲁于１８５１年废除奴隶制度），② 以致造成劳动力短缺后，

北美和拉丁美洲成为中国苦力移民的一个重要方向。英国政府对于殖民地从中国引进苦力持赞
成态度，并希望能稳定地从中招收到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为此，英国议会曾于１８４８年９月通
过一项法案，为南美洲、西印度和毛里求斯的英属殖民地政府提供数目不逾５０万英镑借款的利
息担保。１８５０年初，英国政府批准特立尼达、圭亚那等英属殖民地输入中国苦力。次年１０月，

英属西印度政策院通过法案，为鼓励英属圭亚那从中国输入苦力，决定每招募１人给予１００银元
的补贴，并从英国议会担保的借款中拨出５万英镑，专用于中国苦力移民。③ 但由于清政府禁止
其臣民出洋，英国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中国苦力移民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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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马尔的统计，１８５０—１８５２年，包括 “蒙塔古夫人”号在内的１０艘苦力船发生过暴动，其中６艘悬
挂英国国旗。另据李春城等人研究，１８５１年１２月至１８５２年１０月，“当厦门的苦力贸易进入疯狂阶
段时”，就接连发生了６起苦力暴动事件，其中有５起发生在英国的苦力船上，它们是 “胜利”

号、“比特利斯”号、“斯巴顿”号、“巴拿马”号和 “吉斯特鲁德”号 （马尔的统计中没有出现
“斯巴顿”号，而且认为 “胜利”号 （Ｖｉｃｔｏｒｙ）、 “比特利斯”号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是从金星门出发的，且
“比特利斯”号悬挂的是秘鲁国旗）。李春辉、杨生茂没有说明数据来源。但彭家礼所列１８５０—１９７２年
苦力船海上遇难事件表中，同一时期发生的６起苦力暴动事件船名及其船籍与此相同，仅有一点区别，

彭著中 “比特利斯”号的出发地是香港。参见 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１８７４，ｐ．１７６；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

９２页；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４
辑，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英国曾是黑奴贸易的主要参与者，随着废奴运动的发展，先后于１８０７年和１８３３年通过废除奴隶贸易
法案和废除奴隶制法案。为了解放英属西印度的奴隶，英国支付了２０００万英镑作为对奴隶主损失 “财
产”的 “补偿”。不仅如此，英国还是推动其他国家废除奴隶制的最主要国家，秘鲁即是在英国的压力
下于１８５１年废除了奴隶制。参见Ｄａｖｉｄ　Ｈｏｌｌｅｔｔ，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Ｇｕａｎｏ　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４６－１４９。

Ｎｏ．８，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１８５２；Ｎｏ．４，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Ａｕｇｕｓｔ　４，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
１８，１３；参见克里门蒂：《中国人在英属圭亚那》，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６辑，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６—７页；Ｐｅｒｓｉａ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Ｃｏ．Ｌｔｄ．，１９７１，ｐ．９９。



当时苦力移民有四种模式：一是殖民地政策院通过正式法令鼓励从事中国移民的活动。早
在１８４４年６月，英属西印度政策院就通过了一项名为 《促进英属圭亚那输入中国人》的法令，

鼓励以契约的形式引进中国苦力。但因印度移民数目增加等原因，该法令并没有落实，从中国
输入移民的希望也没有实现。① 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１年，英属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分别通过法令，

规定种植园主可以在签订５年正式服务合同的情况下引进中国苦力。二是殖民地政府直接补贴
引进中国苦力。这实际上是第一种模式的延伸。如英属圭亚那的法令就规定，总督须在政策院
的襄助与赞成下，定出他认为公平合理的补贴数额，补助从事苦力移民活动的商人，以弥补他
们为苦力支付的船票和路途中的食宿费用。如前所述，法令在政策院通过后，英属圭亚那总督
巴克莱宣布，补贴数额为每人１００元。英属特立尼达也是如此，只不过每人１００元的补贴承诺给
了海德和济公司 （Ｈｙｄｅ，Ｈｏｄｇｅ，ａｎｄ　Ｃｏ．）。三是通过某些私人公司或者在华人中具有良好声望
与信誉的公司操作。四是指定一个政府代理人从事移民工作。② 这四种模式中，前两种是在英属
西印度运行的，第三种除在英属西印度外，拉美其他地区、法属留尼汪岛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也
存在，如英商在厦门开办的德记洋行 （Ｔａｉｔ　ａｎｄ　Ｃｏ．）和和记洋行 （Ｓｙｍｅｓ，Ｍｕｉｒ，ａｎｄ　Ｃｏ．）都
在从事中国苦力移民活动。这三种模式均系由商人或商行与种植园主签订协议后到中国招募、

运送苦力，殖民地政府不直接经手办理苦力移民。第四种模式曾用于印度苦力移民，英属西印
度委员会建议从中国引进苦力时也采用这一模式。③

“蒙塔古夫人”号事件曝光后，１８５２年８月４日，英国殖民部两名移民专员默多克 （Ｔ．Ｗ．
Ｃ．Ｍｕｒｄｏｃｈ）和罗杰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Ｒｏｇｅｒｓ）联名致信殖民部常务次官梅利维尔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详细分析了上述四种移民模式的利弊。他们认为，在中国苦力移民事务中有两点需
要特别注意。一方面，为了获得优质劳动力，有必要保证中国人在航行中的适当待遇，以及契
约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要避免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冲突。根据这两条衡量标准，

四种移民模式中，第一种看似是不错的选择，但实际情况却是法令得不到遵守，形同虚设。第
二种模式的好处是不会直接牵涉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如果运送船只落入投机者或者
不值得信任的人之手，中国苦力的安全与航行中的待遇，以及合同的公平性、规范性就得不到
保证。第三种模式可以确保船上中国苦力移民的待遇，也不直接牵涉政府，但成本可能过高。

而且，如果中国政府进行干涉，经营此事的私人公司可能会期待英国政府给予支持，一旦得不
到支持，他们可能会提出投诉和索赔。第四种模式综合了许多优势，是最优选择。政府代理人
在选择中国苦力和保证苦力待遇上将发挥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合同也将规范并能解释清楚。④

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既能执行政府支持英属西印度引进中国苦力的政策，又能避免英国政府因
直接违背清政府禁止华人移居海外的政策而引发外交纠纷。因此建议采用第四种模式，即指定
一个政府代理人从事苦力移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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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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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门蒂：《中国人在英属圭亚那》，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６辑，第５—６页。

Ｎｏ．４，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

Ａｕｇｕｓｔ　４，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１３－１４．
这些移民模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招募、装运到雇用华工，由外国人直接主宰。这与鸦片战争前从
移民招募、转运到定居都有赖于业已存在的中国人的传统移民模式迥然不同。其结果是导致前者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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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　４，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１４。



殖民部同意了二人的意见，决定使用政府代理人模式。８月３０日，殖民部就此事去信外交
部，告知殖民部的决定并建议指派一位绅士代表政府利益组织移民活动。同时，它还询问外交
大臣是否仔细考虑提出有关立法条例的建议。①

与此同时，苦力船上的大批中国苦力死亡与暴动现象，也引起了英国驻华官员的关注。

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７日，英国驻华商务代理总监包令致信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 （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又译
马姆兹伯利），报告了英国军舰应请援助美国苦力船 “罗伯特·包恩”号的情况。１８５２年，
“罗伯特·包恩”号从厦门前往旧金山，因船长借口清洁卫生强行剪掉中国苦力的辫子，引
起苦力暴动，杀死船长、大副及部分船员，英国军舰收到求援信后立即驰援，余下船员设
法控制了船只，在英舰到达前将船开回了厦门。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由于运送中国苦力船
只船长的严重过失，最近屡次发生类似 “罗伯特·包恩”号船的事件，已经有几位船长和
大副被杀死，几艘船被中国苦力劫去。包令指出，英国的移民法律已为船上的中国苦力提
供了安全和舒适方面的保障，可是这些规定难以抑制贩卖苦力商人的贪欲。②１８５２年９月１
日，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致包令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英国政府打算有效地推动大规模且有组
织的移民出洋，就有必要委派专职人员，授权其在中国监督管理移民事务，并直接向政府负责，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不能是在华经商的商人或代理商。③ 这说明，在一系列中国苦力的惨剧或
暴动后，无论是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部门，还是在华英国官员，都认识到必须改变不加监管的
苦力移民活动。

对政府介入中国苦力移民，英国外交部的态度比较谨慎。１８５２年９月７日，外交部在回复
殖民部的信中指出，在中国从事苦力移民活动是违背中国法律的，苦力移民模式的调整并不能
改变这一点。外交部认为政府代理人模式是苦力移民模式中最容易被接受的，但其仍然建议殖
民部，代理人应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给代理人的指示中应该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尽可能避免
公开违背中国法律，不要漠视中国当局的禁令。同时，外交部还告知包令，代理人是与中国签
订了友好条约的政府代表，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发挥作用，尽量不要引起中国当局的反对或
者尽可能少地吸引他们的注意。④

实际上，在殖民部两名移民专员的信中，已经推荐了怀特 （Ｊ．Ｔ．Ｗｈｉｔｅ）作为英国政府办理
中国苦力移民的代理人人选。怀特是英属西印度派驻印度加尔各答办理印度移民事务的助理专
员，⑤ １８５０年９月曾受英属圭亚那和英属特立尼达派遣前往中国收集苦力移民信息，以便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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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ｏ．５，ｎｏ．２，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Ｆ．Ｅｌｌｉｏｔ　Ｅｓｑ．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Ｌｏｒ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１８５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１７，１２。这是两封发信人、收信人和时
间相同但内容不同的信。从内容看，Ｎｏ．５应该是前一封，这封信告知外交部，有些殖民地为了引进
中国苦力通过了法律，并建立了基金，但考虑到此事的性质和从外国引进移民的困难，殖民部认为有
必要了解外交部对该事件的看法。信中还表达了对第四种移民模式的支持。Ｎｏ．２主要是询问外交部
对于苦力移民是否考虑提出立法建议。

参见 《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７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２—３页。

包令这里所说的英国移民法律，是指英国乘客法案，该法案规定在热带航行的船只应为每一位乘客提供１５
平方英尺的舱位，但法案并不适用于中国苦力，后来的中国乘客法案中也没有采用该法案中的舱位标准。
《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１日）附件４ 《上海领事阿礼国致包令的报告》（１８５２年９月１
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２７—２８页。

Ｎｏ．６，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Ｕ．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Ｅｓｑ．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１８５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１７。

Ｐｅｒｓｉａ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ｐ．９３．



开中国苦力前往英属西印度的大门铺路。① 他在槟榔屿和新加坡等地了解华工情况后，于１８５１
年５月到达香港，并在厦门等地考察，直到次年６月才经新加坡回到伦敦。在当年夏天致英属圭

亚那总督巴克莱的一系列信件中，怀特详细介绍了中国劳动力的种种优点，并极力建议引进中

国苦力。② 怀特的信件由巴克莱送交英国殖民部。英国政府确定以政府代理人的模式为英属殖民

地引进中国苦力后，怀特即被正式任命为英国政府驻中国 （香港）的移民代理，负责英属西印

度在华苦力的招募工作。③

使用政府代理人从事中国苦力移民活动，是英国政府从不直接干预到寻求苦力移民合法化
的一种过渡措施，目的是既能使英属西印度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招工活动受到有效管控，顺利招
到中国苦力，减少航行途中的苦力死亡；同时又能避免直接违背中国法律，导致外交冲突。事
实证明，这一移民模式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怀特以移民代理身份到达中国前， “额尔金勋

爵”号和 “格林丹娜”号 （Ｇｌｅｎｔａｎｎｅｒ）分别载着１５４名和３０５名中国苦力先后从厦门出发，前

往德梅拉拉。途中 “额尔金勋爵”号死亡６９人， “格林丹娜”号死亡４３人。怀特抵达中国后，

对载有３５２名中国苦力前往英属圭亚那的 “山缪尔·波廷顿”号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ｄｄｉｎｇｔｏｎ）、载有

２５４人前往特立尼达的 “克拉兰顿”号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以及载有４４５人的 “澳大利亚”号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登船检查，结果除 “山缪尔·波廷顿”号途中死亡５２人外，另两艘船只的海上死亡

率大大降低，“克拉兰顿”号降至３人，“澳大利亚”号死亡１３人。“山缪尔·波廷顿”号死亡率

虽然仍较高，但是在异常不利的环境下发生的。④ 但代理人模式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苦力途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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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ｏ．４，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
Ａｕｇｕｓｔ　４，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１３。

Ｊ．Ｔ．Ｗｈｉｔｅ，Ｅｓｑ．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Ｂａｒｋｌｙ，Ｊｕｎｅ　２１，Ｊｕｌｙ　１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１８５１，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１８５１，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ｍ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　Ｅ．Ｅｙｒ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ｐｏｔｔｉｓｗｏｏｄｅ，Ｐｒｉｍ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ｓ　ｍｏｓｔ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Ｍａｊｅｓｔｙ，Ｆｏｒ　Ｈｅ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８８５／１／１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

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英国殖民部在给怀特的任命指示中指出，移民代理人办事处设在香港，以此展开招工活
动，但在不致引起中国政府或其地方当局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也可到香港总督指定的其他港口进行苦
力招工。此次招工首先是满足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需要，其次是在政府监督下为其他英属西印度
招工。指示强调，代理服务只是一项过渡时期的办法，该项任命也并非永久性质。怀特到香港后，顺
利完成了１８５２年的招工任务。１８５３年，怀特再次获得任命。同时，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代理商务
总监包令、怀特和英属西印度有关方面再次确认，怀特在香港设立总办事处，作为招工活动的基地，

并仅从香港发送苦力移民出洋。但该年招工季，由于西方国家从中国招募苦力的竞争相当激烈，香港
船运价格高涨，怀特擅自委托德记洋行派船前往非条约口岸南澳招工。这被认为公然不顾中英两国所
订条约和女王的有关敕令，因而受到外交部的训斥。１８５４年６月，怀特被召回英国，不再受命。参见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２） ，ｎｏ．８，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１８５２ｉｎ　ｎｏ．９，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Ｆ．Ｅｌｌｉｏｔ
Ｅｓｑ．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５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２０－２１，２１； 《英国殖民部官员梅利维尔致英国外交部官员阿廷顿
函》（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附件１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致梅利维尔函》（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７日）、《梅利
维尔致阿廷顿函 （摘要）》 （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８日）附件２ 《怀特致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文 （摘要）》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０日）、《阿廷顿致梅利维尔函 （摘要）》（１８５４年４月４日）、《梅利维尔致哈孟德函》
（１８５４年６月１２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３９、４８、５６—５７、５８页。

Ｎｏ．３５，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Ｂａｒｋ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Ｓ．Ｐａｋｉｎｇｔｏｎ　Ｂａｒ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１８５３；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ｎｏ．３６，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Ｂａｒｋ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１８５３；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１（Ｍａｒｃｈ　９，１８５３）ｉｎ　ｎｏ．３８，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Ｈｅｎｒｙ　Ｂａｒｋ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ｒｃｈ　１２，１８５３；Ｎｏ．４３，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　ｆｒｏｍ



亡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代理人模式的选择也表明，对于英国而言，从中国招募苦力的移民活
动，不再只是殖民地政府鼓励和市场旺盛需求刺激下的商人逐利行为，而是由政府直接授权操
作、具有外交风险的官方行为。这为后来英国政府寻求与广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谈判，解决
苦力移民合法化问题打下了伏笔。

二是制定中国乘客法案。“蒙塔古夫人”号中国苦力死亡事件的调查报告中，多次强调船上
的中国苦力受到虐待———不仅船上的供应物品变质、短缺，因超载而过分拥挤致使空气不通畅，

中国苦力还经常遭受船长的鞭打。此后发生的海上中国苦力暴动与死亡事件也多与这种状况有
关。英国政府深感缺乏对这类事件进行有效干预的法律手段，因此在 “蒙塔古夫人”号灾难曝
光后，就开始考虑制定相关法律，并于１８５５年８月出台了 《中国乘客船管理法案》（Ａｎ　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Ｓｈｉｐｓ），简称 《中国乘客法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Ａｃｔ）。

对于海上客运问题，英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早在１８０３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 《船舶客运
法案》（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Ａｃｔ），对前往北美的船只卫生、食品和舒适度提出了要求。１８５０年，

英国议会通过的 《商船海运法案》（ｔｈｅ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ｃｔ），赋予贸易局监管责任，并对船
长、大副和船员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苦力移民规模较小，船上的大规
模死亡事件与苦力暴动事件较少；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了解清政府禁止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法律政
策，因而除了提醒本国商人注意遵守中国法律外，没有直接干预英国商人和英国船只的苦力移
民活动。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早期并没有制定专门针对中国苦力移民的法律法规。“蒙塔古夫
人”号事件发生后，有舆论反思这一事件的影响，认为它揭开了海上中国苦力暴动的秘密。①英
国社会由此要求对向英国殖民地移殖苦力和运载中国苦力出洋的英国船只进行严格监管的呼声

也日益高涨。同时，日益猖獗的非法苦力移民活动及其带来的诱拐和绑架问题，以及苦力海上
大规模死亡问题，都威胁着英国的贸易利益与国际声誉。因此，英国政府一方面确立以政府代
理人模式介入中国苦力移民活动，另一方面抓紧国内立法，试图通过限制船只的运载量，提高
苦力船的舱位标准和保障船上供应品的质量，减少死亡事件和苦力暴动的发生。

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０日，就在 “蒙塔古夫人”号事件曝光后不久，马姆斯伯里在致包令的信中指
出，英国政府了解从中国装运苦力出洋的英国船上所发生的严重不正常事态，如 “蒙塔古夫人”

号船上所载苦力一类的中国乘客曾在航行途中死亡多人，造成极高的死亡率，另一只英国船
“苏珊娜”号上也发生苦力大批死亡的情形。马姆斯伯里认为，英国的现行法律使政府无法对这
类案件进行有效的干预，为此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应为这类案件制定可以适用的法律。② １０月１８
日，外交部在给殖民部的信中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人移民是违背该国法律的，因此英国政府
不便提议由立法机构或在立法机构授权下通过法律，管理在中国土地上的移民活动。但只要这
样的移民活动是在英国殖民地港口进行的，殖民地立法机关就可以作出规定，以防止运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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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Ｌｏｒｄ　Ｈａｒｒｅ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ｙ　７，１８５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ｐ．９１，９５，１０８，１３１－１３２；《英国殖民部官员梅利维尔致英国外交部官员阿廷顿
函》（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附件１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致梅利维尔函》（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７日），陈翰笙
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３７、３９页。有学者认为，第一艘装运中国苦力出现在英属西
印度的船只是从南澳出发，于１８５３年３月到达特立尼达的 “澳大利亚”号。 （参见Ｂａｓｉｌ　Ｌｕｂｂｏｃｋ，

Ｃｏｏｌｉｅ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Ｏｉｌ　Ｓａｉｌｏｒｓ，ｐ．５０）这是不准确的。

①　“Ａ　Ｆａｔａｌ　Ｖｏｙａｇｅ，”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ｌｙ　３０，１８５２。
《马姆兹伯利致包令文》（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０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４页。



苦力的船只在旅途中发生任何恶行。① 鉴于当时苦力船的超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船只没有
为苦力提供休息的舱位，苦力只能直接挤在甲板上睡。② 因此，英国政府在制定针对中国苦力的
法案时，舱位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英国驻广州、厦门等地官员认为，前往英属西
印度的中国苦力应当得到与前往纽约的爱尔兰移民相同的待遇和保障，船只在甲板之间必须有
宽敞的舱位。他们建议在装运中国苦力的英国船只上施行按人道原则制定的 《英国乘客法案》，

而不是把他们像奴隶一样塞进狭小而拥挤的船舱里。③ 英属圭亚那所派负责 “额尔金勋爵”号苦
力死亡事件调查小组和香港当局指派负责调查 “伊米格兰特”号事件的委员会赞同这一意见。

但施行 《英国乘客法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１５平方英尺的舱位标准也遭到了殖民部下设机构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的明确反对。其主要理由是，实施这一标准，将使运输中国苦力的英国
船只减少２５％的载运量，大幅度提高运费成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苦力出洋途中的
死亡率与船上的拥挤或通风设备不良并无关系，没有理由认为死亡率高是由于舱位不够。因此，

该委员会建议舱位采用印度苦力的标准，即１２平方英尺。④ 香港副总督凯英也认为，每一成年
乘客在上层甲板有１２平方英尺的舱位、底舱有２４平方英尺的舱位，两层甲板之间的高度为６英
尺，这样的空间对于船上所载中国苦力来说足够充分，船东 （船长）们对此也很满意。⑤ １２平
方英尺舱位标准的建议最终被英国政府采纳。

１８５５年８月，英国议会通过 《中国乘客法案》。法案对装载２０名以上亚洲人、超过７天航
程且从香港出发的船只和从任何中国口岸或沿岸１００英里范围内出发的英国船只的中国苦力运
输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对违反该法案者也规定了诸多惩罚措施。法案授权香港立法机构制
定具体的规章制度，香港总督则依据此法案以公告的形式宣布中国苦力运送船只的航行日期。

法案规定，客船必须将船只载客数量、目的地和计划航行时间告知移民官员，并确保船上有医
生和翻译。法案对船上设施设备，包括食品、药品、水等在内的供应品的数量、质量和贮藏条
件，以及乘客的空间，作出了详细的要求。关于舱位空间，法案规定甲板间舱位每位１２周岁以
上的成年乘客至少有１２平方英尺和７２立方英尺；上层甲板也要留足每位成年乘客５平方英尺的
空间供其使用。法案还赋予移民官员登船检查的权力。在未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移民官员
不得发给通行证。没有移民官员发放的通行证，任何苦力船只都不准离港。同时，法案还规定，

移民官员在发给通行证前，必须召集中国苦力，确定他们知晓自己的目的地并理解其签订的服
务合同的性质。如果有任何中国苦力健康状况不佳、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待遇、合同不公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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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Ｌｏｒ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１８５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１２．
根据幸存船员的说法， “蒙塔古夫人”号上的中国苦力直接睡在底层甲板上。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３ （Ｊｕｎｅ　２１，

１８５２）ｉｎ　ｎｏ．１，Ｃｏｐｙ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ｏｏｔｈ　Ｅｓｐ．ｔｏ　Ｈｅｒｍａｎ　Ｍｅｒｉｖａｌｅ　Ｅｓｑ．，Ａｕｇｕｓｔ　９，１８５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ｓ，ｐ．３。
分别参见 《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５日）附件１ 《驻广州领事埃姆斯雷致包令文》（１８５２
年８月２５日）、附件３ 《厦门领事馆第一帮办温彻斯特博士关于移民出洋问题的笔记》和 《附言》
（１８５２年８月２６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９—１０、１６、２２页。
《英国殖民部官员梅利维尔致英国外交部官员阿廷顿函》 （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５日）附件１ 《殖民土地
与移民委员会致梅利维尔函》 （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７日）、 《纽卡索尔公爵致香港总督文瀚文》附件１
《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的报告》 （１８５３年８月１９日），陈翰笙主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
辑，第３９—４０、１４０页。
《殖民部官员Ｊ．皮尔致哈孟德函》（１８５４年９月７日）附件 《香港副总督凯英致纽卡索尔文》（１８５４年

６月５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８４页。



有理由相信在招募的过程中存在欺骗和暴力行为，移民官员有权扣押船只。①

《中国乘客法案》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政府减少中国苦力海上死亡与暴动
发生、控制非法苦力移民活动，使苦力运输人道化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苦力船
上暴动事件的发生。② 但更高的标准与严格的监管一方面挤压了商人的利润，致使英属西印度中
国苦力的价格提高，招工进展不顺；另一方面又将非法苦力移民活动驱往缺乏监管的澳门、金
星门等地。③ 在这些地方，即使是英国苦力船只也不断地侵蚀该法案，拒绝将船只开往香港领取
移民文件，④ 诱拐、绑架中国居民从事海外苦力劳动的现象更加猖獗。因此，出洋苦力海上死亡
和暴动事件总体上并未得到遏制。

英国方面始终认为，清政府的海外移民禁令是难以消除苦力移民中各种问题的主要障碍。

为此，在 “蒙塔古夫人”号事件曝光后，英国政府就曾探讨过与清政府谈判使苦力移民活动合
法化的问题，希望通过条约使苦力移民在中英双方的合作下得到控制和监督。⑤ １８５５年 《中国
乘客法案》的实施并未能完全阻止苦力招募活动中的诱拐和绑架等非法现象和苦力死亡现象。

英国政府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与中国政府或其地方当局谈判，促使苦力移民合法化或许是杜绝
苦力移民活动流弊发生的唯一办法。于是，它加紧向广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
其放松乃至解除中国居民移居海外的法律限制，并在１８５９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迫使番禺、

南海知县和广东巡抚柏贵颁布告示，允许中国苦力出洋，随后又在１８６０年把苦力移民合法化写
入 《北京条约》，从而解决了苦力移民合法化问题。⑥ 即是说，苦力移民的合法化问题，在１９世
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演变成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继英国之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也相
继与清政府签订了包含准许中国苦力出洋相关条款的类似条约。虽然如此，中国苦力移民活动
中的非法行径和中国苦力出洋途中的死亡现象，直至１８７４年３月葡萄牙政府在国际社会尤其是
英国施加的强大压力下禁止中国苦力从澳门上船出洋、非法苦力移民活动从法律上被终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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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Ａｃｔ，１８５５，ＦＯ９７／１０１，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Ｋｅｗ。

根据马尔对６８艘移民船上苦力暴动事件的统计，发生在１３艘英国船上的暴动主要集中在１８５５
年前，其中１８５０—１８５３年的４年间就有７起，而１８５５—１８７２年的１３年间减为６起 （包括

１８５５年的Ｓａｍｕｅｌ　Ｅｎｄｅｒｂｙ号）。从香港出发的船只仅为３艘，从澳门出发的则有３４艘。参见

Ａｒｎｏｌｄ　Ｊ．Ｍｅａｇｈｅｒ，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７－
１８７４，ｐｐ．１７６－１７７。

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６日，包令在致信威廉·莫尔斯沃士爵士的信中指出：“从中国的合法开放口岸移民出洋
活动现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招运移民出洋的事目前集中在未经开放，并且远离英国领事控制范围之
外的非法地点进行，主要是汕头南澳、金星门和澳门。从这些地方出洋的移民不是由英国船装运，也
不是女王陛下的臣民经手招到的。”（《包令致威廉·莫尔斯沃士爵士文》（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６日），陈翰笙
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２辑，第１４９—１５０页）由此可见，《中国乘客法案》的实施，在其法力
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非法苦力贸易活动的效果。

Ｐｅｒｓｉａ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ｐ．１１５．
Ｍ．Ｆｏｓｔｅｒ　Ｆａｒｌｅ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Ｔｒａｄｅ，１８４５－１８７５，”ｐ．２６５。

关于英国政府寻求中国苦力移民合法化的更多考察，参见Ｐｅｒｓｉａ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ｏｌｉ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ｐｐ．１１２－１２７；李家驹：《清政府对华工出洋的
态度与政策》，《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彭家礼： 《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
掠》，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４辑，第２２１—２２８页；粟明鲜：《广州华工出国合法
化的过程———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期华工出国问题研究之一》， 《东南亚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广州华工出国合法化的内外因素———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期华工出国问题研究之二》， 《东南亚
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得以真正好转。

结　　语

英国关于中国苦力移民的政策经历了从间接支持到直接插手，从不干预到力图管控的过程。

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相继废除奴隶制后，吃苦耐劳、勤劳俭朴的中国劳动力引起了西方殖民
者的极大兴趣。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引进中国苦力。英国政府对此也基本持赞成的态度。

但一方面为了避免因违反清政府禁止本国居民出洋的法律而产生外交冲突，英国政府除了为殖
民地政府提供包括引进中国苦力在内所借款的信用担保，以鼓励殖民地的招工活动外，并没有
直接介入中国苦力移民事务。另一方面，相比于主要是由各国商人组织、参与的苦力移民活动，

英国政府更希望建立稳定的、能招收到经过自己精挑细选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招工制度。１８５２年
夏，英船 “蒙塔古夫人”号及其后几起苦力海上大规模死亡与暴动事件的曝光，震惊了英国社
会。英国政府由此确立了既不直面中国禁止移民的法律政策又能对苦力移民加以监督和检查的
政府移民代理人模式，以此作为中国苦力移民合法化的过渡措施；同时加快制定针对中国苦力
移民的法律，试图管控英国船只、英国殖民地港口和中国条约口岸的非法苦力移民活动，减少
苦力运送途中的死亡现象。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香港和条约口岸的非法苦力移民活动，

改善了苦力移民途中的待遇，但总体上未能达到减少苦力海上死亡的目的。为此，第二次鸦片
战争期间，英国联合法国先后迫使广东地方当局和清政府解除中国居民移民海外的法律限制，

并以条约形式确认了英法在华招工的合法性，从而消除了英国方面认为的产生苦力海上死亡及
移民活动中各种流弊的一个主要障碍。但苦力移民活动中的非法行径和苦力出洋途中的死亡现
象，直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才真正得以好转。

〔作者汤水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昌　３３００７７〕

（责任编辑：武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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